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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空间资本化”的驱

动，这一发展方式为中国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也导致城市面临愈发严峻的空间

危机。步入以“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为目标的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亟须跳出对“空

间资本化”的路径依赖。立足中国本土实践与制度语境，提出以“空间循环”作为理解

与推动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视角。研究发现，空间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具有更加主动的调

控作用，中国城市发展亟须实现从“资本循环”到“空间循环”的理论与实践转向，并

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全球体系等三大循环的协同并进中实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

在此导向下，空间规划也需实现从“对空间的规划”向“以空间为抓手的规划”转型。

为构建中国本土规划理论体系、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推动空间规划范式转型提供了一

个新的思考视角。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capitalization of space". This developmental model has

served as a powerful driver for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it has also led

to severe spatial crises in cities. As China enters a new phase aimed at realizing ur‐

ban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rban development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path dependency on "capitalization of space". Grounded in China's local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spatial cir‐

cuits" as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

nese cities. It argues that space plays a more proactive regulatory role in China's ur‐

ban development, urging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hift from "capital circuits" to

"spatial circuits". This shift entails advancing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progress of three key circuits: urban-rural inte‐

gratio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global system integration. Guided by this perspec‐

tive, spatial planning must also transform from "planning for space" to "planning

with space as the central lever".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n‐

structing a local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hina's urban planning， advancing

Chinese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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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间“三大循环”助力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理论阐释、实现路径与规划转型 张京祥 韩碧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

快速发展与深刻转型，城镇化水平

同步实现了历史性跃迁[1]，国家战略与政

策导向在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当中国城镇化率超

过 50%这一历史节点后，中央先后于

2013年、2015年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

和城市工作会议，擘画了未来城镇化与

城市发展的总蓝图。目前我国城镇化率

已超 67%，预计 2035 年前后将进入

75%—80%的高位区间，届时城乡人口

结构、空间结构将趋于基本稳定[3]。未来

约10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增长空间如何

走，将关乎中国经济社会能否真正实现

跨越式发展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①。在

此背景下，2025年中央召开了新一次的

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

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为我国城市

发展方向提供了基本依循。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

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不争的事实[4-5]。
取得如此巨大发展成就的关键，不仅在

于抓住了全球化、信息化等重大机遇，

更在于中国自身独特的制度优势[6]，而在

城市发展领域，这一优势突出体现为中

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及其相关安排[7]。当

前，随着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及国内资源

环境约束加强、人口总量与结构转变、

传统经济增长乏力等影响，以大规模投

资驱动、增量扩张为特征的城市发展范

式已难以为继。然而，以新质生产力引

领、存量提升等为特征的城市发展新范

式尚未全面确立，广大城市发展正处在

“旧已破，而新未立”的转型过渡关

键期。

不同于西方城市发展的体制环境，

过去几十年驱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核

心要素之一是土地（空间），城市未来转

型发展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如何运用好空

间这一工具[8-9]。面向实现中国特色城市

现代化的目标，如何基于中国国情探索

城市发展与规划的本土理论，如何以

“空间”为抓手化解城市发展危机，并推

动空间规划从“被动应变”到“主动自

变”的转型，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

命题。

1 中国城市发展内在的空间逻辑

与空间危机

1.1 中国城市发展演进中蕴含的空间

逻辑

若将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

就简单归因于全球化、工业化红利，或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等普遍性因素，

则难以解释众多与中国处于相似外部环

境、同样具备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

经济体，为何难以取得与中国类似的发

展成就？对此，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更

具现实解释力：正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

变化为经济、社会、技术等的变革奠定

了基础[10]。具体到城市发展领域，以

“所有权公有+使用权市场化”为核心的

土地制度及其与时俱进的调整完善，才

是铸就中国城市“增长奇迹”的关键优

势与最重要的工具[11-13]。由此可见，“空

间逻辑”深刻且有力地蕴含于中国城市

发展演进的总体脉络之中。

简要而言，基于土地（空间）制度

顶层设计的调整与优化角度，改革开放

后中国城市发展先后经历了“制度松

绑—资本化增长—风险积累—治理重构”

等阶段（表1）。
1.1.1 空间制度松绑下城市发展的市场

化初探时期（1978—1989年）

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确

定了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此

背景下，城市土地（空间）从计划经济

时代无偿使用、无经济价值的被动承载

体，逐步开始迈向市场化使用的初步探

索。一方面，经济特区、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 “政策高地”实质扮演了土

地市场化探索的试验场；另一方面，针

对城市空间制度的相关改革也在不断推

进，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

让”，在国家基本法层面对传统僵化单一

的土地制度进行了重大松绑。此后，空

间规模快速扩张遂成为中国城市进行资

本积累的重要方式。

1.1.2 空间资本化下城市快速发展与扩

张时期（1990—2011年）

1990年颁布实施的《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则为城市

土地有偿使用确立了具体路径。随着

1994年央地分税制改革、1998年住房制

度改革等推进，以及2001年加入WTO并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土地空间的市

场化、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最终形成

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土地空间成

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资产与最优抵押品，

土地出让收入更是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

重要组成部分[14]。一方面，城市政府将

土地空间视作最重要的资本要素，以其

撬动庞大规模的投资，从而为城市建设、

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另一方面，

城市政府将土地空间视作重要生产要素，

以低地价、批量供地等方式吸引产业资

本，从而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面对高

度竞争的发展环境，“空间资本化”成为

推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快速扩张的最

发展阶段

空间制度松绑下城市发展的市场化初探时期
（1978—1989年）

空间资本化下城市快速发展与扩张时期
（1990—2011年）

资本化风险积累下城市发展问题加剧时期
（2012—2021年）

空间治理重构下城市发展模式转型时期
（2022年至今）

发展背景

改革开放释放制度活力；城市成为经济
增长中心

全球化与激烈竞争；房地产、税收等
市场化制度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及经济下行，“空间资本
化”危机加剧

国际环境剧变，国家发展阶段与目标
转变，经济发展动能转换

主要挑战

如何解除制约城市发展的各种制度性
障碍

应对激烈竞争环境，如何获取城市
发展的动力与资本

如何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依赖，保持
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

如何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来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城市空间发展特征

土地制度松绑，土地空间市场化实践初步探索

“空间资本化”逐步驱动城市发展，城市空间
扩张加速

城市高速、非均衡增长惯性依旧，城市病问题
日趋严峻

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逐步转向以人为本、创新
驱动、协调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演进的阶段划分
Tab.1 Stages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evolution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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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动力。

1.1.3 资本化风险积累下城市发展问题

加剧时期（2012—2021年）

城市土地空间的资本属性被不断放

大，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度积累的倾

向[15]。尤其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急速紧缩的外部需求叠加不断扩大的内

部财政压力，进一步加深了城市政府对

“空间资本化”这一发展方式的依赖。表

面上，“空间资本化”驱动的城市增长仍

在继续（2012—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从

52.57%增长至64.72%，年均增长约1.35
个百分点，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也

不断提高），实质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

层分异、金融风险加剧、风貌同质、城

市病恶化等风险也在持续积累。在此背

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

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在顶层制度设

计层面指出城市发展要迈向以人为本、

内涵提升的新阶段。2015年中央召开城

市工作会议，提出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实现五大统筹等要求，着力矫正过度依

赖“空间资本化”驱动的城市发展方式。

1.1.4 空间治理重构下城市发展模式转

型时期（2022年至今）

随着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加速转变，

2022年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剧烈的

结构性调整，“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

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5%并增速明显趋缓。

在此背景下，以“空间资本化”为主要

驱动力的城市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不得

不进行空间治理重构与动力重塑。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超大

特大城市发展方式”，2025年中央再度召

开城市工作会议并部署建设“创新、宜

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

人民城市”，将城市更新作为关乎城市转

型发展的全局工作与关键抓手，这些都

是对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主动回应。至

此，国家在空间发展序列上建构起了

“区域协同—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的完

整战略与实施路径。

1.2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空间

危机

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空间支

撑，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

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以“社会空间统一

体”（social spatial dialectic）理论为基础

的国际城市规划研究长期坚持“重组空

间、改良社会”的立场[16]，充分揭示了

空间在推动、改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

重要作用。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当今的

全球化是被少数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

全球化[17]，城市空间生产同样受到资本

逻辑的深刻影响，是资本投入与积累的

主要场所。

如前文所述，“空间”始终内嵌于改

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之中，

“空间资本化”是城市发展最为强大的动

力[18]，中国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一个空间资本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

相较于一般的资本要素，“空间”具有地

理固定性和较长的使用周期，城市空间

一旦被规划建成，短时间内通常不会对

其进行拆除、改造或重建，这也符合资

本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运行逻辑，导致

城市空间利用往往滞后于城市发展转型

的现实需求。然而，随着“空间资本化”

导致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逐步显化，当

空间规模扩张达到一定拐点后，这种发

展方式就日益暴露出目标失衡、价值失

序、空间错配、资源浪费等内在矛盾，

并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阻力。

对城市“空间资本化”危机的论述，

可追溯至马克思对土地要素的相关研究

及其对现代性的相关批判，此后，列斐

伏尔 （Lefebvre）、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围

绕空间生产、资本运行、社会异化等问

题进行解析[19-20]。其中大卫·哈维对资

本“三重循环”的刻画，为揭示城市空

间生产与资本运行逻辑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重要的解释工具[21-22]。哈维[23]认为，资

本过度积累与价值丧失的危机可以通过

地理扩张和时空转移得以吸收，以地理

扩张与重组为核心的“空间修复”是资

本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方案。在此

过程中，危机被暂时性地转移、延迟并

实体化于空间之中，导致“中心”与

“外围”多层次的剥削与斗争，其体现在

城市与乡村、区域中心与区域外围、第

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从某种意义上

讲，中国城市“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方

式正是“资本循环”与“空间修复”理

论的本土化实践，其在城乡、区域、全

球 等 不 同 层 面 也 得 到 了 鲜 明 的 映

射（图1）。
（1）在城乡发展方面，城市发展长

期依赖对乡村资源与剩余价值的汲取

2000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政策方针

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我国城乡发展差

距逐步缩小，但乡村老龄化、空心化、

碎片化等现象仍十分显著，城乡发展不

平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乡村发展总

体表现为不断追赶城市的线性路径[24]。
（2）在区域发展方面，中心城市对

外围地区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

资源要素向区域增长极集中是实现

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然倾向，

叠加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税收体制等

作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中心城市与

外围地区之间进一步放大，许多外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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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空间资本化”作用下中国城市面临的空间发展危机
Fig.1 The spatial crisis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capitalization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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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资源要素流失而陷入经济增长停滞、

产业升级缓慢、综合韧性不足等发展

困境[25]。
（3）在全球发展方面，长期处于产

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自加入WTO后，中国已深度融入全

球贸易和劳动分工体系，但在以西方发

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中，中国

在规则制定、科技引领等方面长期扮演

着被动适应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发

达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制度转嫁

地[17]。

2 超越资本循环：空间“三大循

环”及其互动逻辑

2.1 从“资本循环”到“空间循环”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认为，空间既是

经济社会活动的物质载体，也是其结

果[23]。从中国城市发展实践来看，“空间

资本化”既是推动城市快速增长的重要

动力，又是导致城市发展诸多危机的关

键成因。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开发区

设立、房地产开发、新城新区建设等多

轮大规模空间生产后，土地成为城市政

府撬动各类投资与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

杠杆，“空间资本化”发展方式强劲推动

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然而近

年来，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家内部发展阶

段的转变，这种通过地理扩张与空间重

组来转移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空间修

复”已逐渐失效。与此同时，沉淀大量

债务与金融风险的存量空间资产具有较

强的地理固定性和使用惯性，使得城市

对既有空间结构的调整难度大，在空间

利用方面呈现出结构性断裂。

无论是西方经典的资本循环与危机

转移理论，还是中国“空间资本化”的

本土实践，在本质上都隐含着对空间重

组与治理重构的深层呼唤，空间运行逻

辑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城市未来转型的效

率与质量。相较于以土地私有化、地方

民主自治为特征的众多西方国家，中国

政府事实上掌握着对空间资源的绝对配

置权[26]，进而可以通过对空间资源的投

放与调配有效介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27]。
因此，绝不可忽视空间资源调控功能在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将“空间”

作为及时调整与校准城市发展方向、主

动塑造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治理工具[28]。
面向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目标，如何

以“空间”为抓手探索城市转型发展的

实现路径，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议题。

哈维[29]认为，资本在城市不同发展

阶段采取的特定空间模式，既是解决其

内部矛盾的手段，也是实现内部矛盾与

危机转移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空

间修复”只是一项临时应对，其最终会

在更广范围内制造出新的矛盾与不平衡，

因此资本为化解危机将不断投入新的循

环。可见，资本三重循环理论刻画的是

资本为缓解过度积累压力、寻求新利润

增长的转移路径，空间及其生产实际上

充当了释放过剩资本、提升投资回报的

重要载体。但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中，

政府可以凭借其对不同尺度空间的功能

定位、规模结构、治理体系等动态调整，

将国家总体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地方实

践[30]，从而直接干预和调节区域与城乡

的发展进程。因此，解决中国城市发展

危机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跳出城市自身，

在城乡、区域、全球等更大尺度体系内

寻找实现路径，将空间变为促进城乡、

区域及全球资源要素高效互动、优化配

置与价值再生的循环平台，亦即实现从

“资本循环”到“空间循环”的转向。构

建良性的“空间循环”体系，不仅可以

缝合由过度空间资本化所导致的区域—

城市—乡村多尺度断裂，也有助于探索

更包容、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

路径。

2.2 “空间循环”体系的三大维度及其

互动关系

对应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多重

空间危机，笔者认为“空间循环”体系

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维度（图2）。
2.2.1 城乡融合大循环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

进程中，中国城乡关系愈发受市场机制

与资本逻辑所支配[31]，乡村不仅面临要

素流失、日趋衰败的局面，还成为城市

规模扩张及资本危机转嫁的重要物质载

体。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了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但城乡发展失衡

的状态尚未根本改变。当中国城镇化率

逐步进入高位平台期，未来城镇化的红

利必然要从过去的“城市中心主义”转

向对“乡村价值”的挖掘与显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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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从“资本循环”到“空间循环”及其支撑体系
Fig.2 From "capital circulation" to "spatial circulation" and its suppor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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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城轻乡”“城乡分治”的做法已无法

满足新发展环境下的现实需求。“城乡融

合大循环”的关键，在于打破将城市与

乡村作为两个独立系统来规划、建设和

治理的惯性思维，将城乡各类资源要素

纳入统一的循环体系，促进城乡要素合

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城乡共生与价

值实现，并以此给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强

大动力。

2.2.2 区域协同大循环

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区

别于传统农业经济最核心的特征[32]。但

是，“虹吸—溢出”效应的非均衡往往导

致区域内的发展失衡，加之中国特色的

行政区经济等因素影响，进一步加剧了

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区域内“以邻为

壑”“重复建设”等现象屡见不鲜。当

前，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产业“脱钩断

链”“围堵封锁”的严峻局面，必须打破

行政区壁垒效应，重塑国家经济空间格

局，以区域协同来重构产业链、供应链

与创新链，进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建设。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城市

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资源，并实现

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

2.2.3 全球体系大循环

近代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对全球殖民

地的掠夺、压迫来实现发展资本的迅速

积累，如今以西方为中心的规则秩序仍

然存在，并更多地表现为通过金融资本

霸权来掌控全球经济秩序，并向发展中

国家转嫁巨大成本与风险[17]。改革开放

后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贸易分工体系，

并凭借成本低廉、规模巨大的土地空间

和劳动力市场获得了经济腾飞。然而在

享受全球化发展红利的同时，中国事实

上也承担了发达国家转嫁的巨大成本和

风险[33]，面临资源过度消耗、核心技术

锁定、社会福利提升缓慢等深层严峻挑

战。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特朗普主

义等影响，传统的全球贸易分工体系正

在迅速解体与重塑，中国必须积极应对。

“全球体系大循环”核心在于，推动中国

从过去全球经贸与治理体系中的被动融

入者，转变为新国际经贸秩序与治理体

系的主动塑造者，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与

价值分配逻辑。中国城市通过主动参与

新的全球体系大循环，获取更广阔发展

舞台与更多发展机会，实现在全球城市

体系与价值链中不断攀升。

需要强调的是，空间“三大循环”

之间不是割裂的自我循环，而是一种彼此

增强、协同并进的动态建构关系（图3）。
具体而言：“城乡融合大循环”为其他两

者提供更为广阔的要素市场与消费市场，

乡村空间也将成为未来新兴业态、新型

生活方式的承载地；“区域协同大循环”

为其他两者汇集更加多元、更具规模的

资源要素，功能协同的区域将加速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城乡价值实现，并成

为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单元；“全球

体系大循环”为其他两者导入更多的机

会需求及更优质、更高端的生产要素，

倒逼城乡、区域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级。

如此，空间“三大循环”形成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的系统合力，推动城乡、区域

不同尺度空间从“被动修复”转向“主

动成长”，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发掘新

价值、建树新动力、塑造新优势。

3 “空间循环”助力中国特色城

市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3.1 城乡融合大循环：破除政策制度壁

垒，加速要素双向流动

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与国内城镇

化转型发展的趋势，破除城乡制度分割、

治理分异和发展分化的二元结构，是释

放城乡发展潜力、激发新发展动力的根

本前提。“城乡融合大循环”旨在打破阻

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政策

制度壁垒，构建一种相对平等的城乡良

性互动关系[34]。首先，深化政策制度改

革。加强适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的政策

协同与制度供给，推进土地、户籍、社

保等配套制度改革，建立起城乡统一的

要素市场、消费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35]。
其次，强化实施机制创新。搭建城乡全

域覆盖、纵向衔接、横向联动的制度传

导与协调管控体系，积极探索城乡资源

联通、治理联动与价值再生的具体路径。

最后，重视县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

用。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域而差异巨大的

巨型国家，实现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

不能仅是以少数超、特大城市为中心，

而必然是包括各级城镇在内的一个广谱

系发展过程，县城是城乡资源要素频繁

流动、紧密互动的重要“过渡空间”，是

畅通“城乡融合大循环”的重要路径。

3.2 区域协同大循环：簇群式网络化发

展，提升整体发展质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双循环”

发展战略，跳出单体城市而在更大范围

内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发挥比较优势，

是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重构、

增强发展安全与韧性、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 “区域协同大循

环”旨在构建功能互补、产业互嵌、布
图3 空间“三大循环”间的互动关系

Fig.3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major cycles in "spatial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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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与治理体系，加

速区域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与产业结构迭

代升级，在最大程度上培育和释放区域、

城市的竞争力与增长动力。首先，以簇

群式发展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

新链的近域重组，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将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成为

国家生产力布局、全球产业竞争的关键

载体。其次，以网络化发展加强区域内

部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加强要素联动、

产业协同和规划统筹，以区域空间重组

来化解中心城市因过度集聚而产生的

“大城市病”，同时也带动周边城市的成

长、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最后，要

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城市现代化

不是个体城市的自我实现过程，通过建

立完善的区域合作与治理体系，可以极

大地赋能城市与区域的发展。

3.3 全球体系大循环：主导新规则塑

造，促进城市地位与价值链攀升

全 球 化 与 世 界 城 市 研 究 网 络

（GaWC）排名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城

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控制力、影响力

持续提升，其中Gamma级以上的城市由

2010年的6个上升至2024年的30个。然

而，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强、贸易摩擦

加剧，国际竞合形态与规则充满了不确

定性，加之国内产能过剩与经济转型问

题严峻，中国需要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

社会上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积极主导

国际规则的制定。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开

放，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国际竞合规则的

制定，打造更多参与、主导国际经贸活

动的门户型国际枢纽城市。其次，要在

全球价值链中持续攀升[36]。加强城市产

业自主创新力度与新质生产发展，不断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提升中国

对全球重要生产要素、创新技术的组织

配置能力[37]。最后，要加快培育一批全

球高阶城市。全球国家间竞争主要表现

为核心城市间的竞争，作为全球经贸强

国与唯一的全产业链国家，中国城市的

现代化一定不是封闭在国内体系中实现

的，而必须深度融入并重塑全球城市体

系，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诸多城市的能

级地位。

4 面向“空间循环”的空间规划

思维转型

为了实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目

标，需进一步发挥空间作为主动调控力

量和关键治理工具的功能，推动空间规

划（城市规划）范式从“对空间的规划”

转向“以空间为抓手的规划”。面向空间

“三大循环”，与之相对应的空间规划思

维也必须实现系统性转型。

4.1 开放联动的全局性规划思维

城市发展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组织、

运行的能力，还受制于其与外部环境进

行要素交换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

践表明，中国城市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全

球化市场、外向型经济的贡献，未来的

城市高质量发展也必将在更为开放的条

件下实现。空间规划需要站在更高维度、

更广视野、更深层次来思考城市发展，

树立主动开放、内外联动的全局性规划

思维。要将城市置于全球城市网络、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全局性框架下进行认识

与思考，积极谋划城市在全球产业网络、

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职能定位和升级路径；

要加强空间规划对城市经济、社会、生

态、文化等多维发展目标的统筹，及时

响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增强城市在复杂

发展环境中的韧性应变能力。

4.2 城乡融合的统一体规划思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

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空

间规划必须扭转长期的“城市中心主义”

路径惯性，树立城乡融合发展的统一体

规划思维，将城市与乡村视作紧密联系

又各具特色的共生系统。确立“城乡等

值”的发展理念，在尊重城乡发展差异

的基础上，将城市与乡村置于平等的地

位上统筹规划。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要

素市场、消费市场、产业联动体系，提

升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在政策制

度设计上给予乡村以更多的关注，主动

响应乡村振兴在地化的各种诉求，推动

新要素、新人群、新业态向乡村地区导

入；破除城乡二元分治的空间规划格局，

摈弃静态僵化的刚性管控思维，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优化城乡空

间结构与要素配置。

4.3 空间价值实现的动力型规划思维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

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

空间规划也应与时俱进，树立促进空间

价值实现的动力型规划思维。要扭转

“增长”即“发展”的惯性观念，空间开

发的目的不能被单纯锁定于经济维度，

而应认识到空间在促进产业升级、社会

稳定与治理重构等方面的多元价值；面

对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的转变，要将城市

更新作为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促进空间

价值实现的有力手段，建立空间“规

划—建设—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协同

机制，加快化解沉淀在城市存量资产中

的巨大债务与风险；面向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新要求，构建动态弹性的空间供给

与管控机制，探索城市空间混合开发、

复合利用、可持续运营的切实路径，积

极促进空间价值的挖掘和彰显。

4.4 空间制度设计的路径式规划思维

面对新发展环境、新发展要求，空

间规划不能止步于蓝图式理想目标设定、

静态功能划分与指标化管控等传统模式，

更要回答空间规划目标由谁来实现、如

何实现、何时实现等过程性问题。因此，

空间规划应强化空间制度设计的路径式

规划思维，以灵活、动态的适应性空间

制度供给来应对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要根据规划的目标，研究规划

的实施路径与相关的空间制度设计，并

强化对制度供给的动态校准。空间制度

设计不是一次性确定并释放的简单过程，

而是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践的

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持续更新的复杂工程；

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治理的机制，使空间规划真正成为

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多元主体共享共治

的重要公共政策。

5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空间）制度

的变迁及其规划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塑造、

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空间资本

化”既造就了中国数十年来的高速增长，

又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埋下了深层次的风

险与严峻的危机。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制

度环境，空间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具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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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主动调控作用，以空间为工具

来撬动城市发展转型具有必要性与可行

性。面向建设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目

标，必须超越“资本循环”，从根本上改

变过去“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方式，建

立中国特色的“空间三大循环”体系，

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大循环、区域协同大

循环、全球体系大循环的实现路径，并

进行空间规划思维的适应性转型。

西方规划理论与实践曾对高速发展

阶段的中国城镇化、城市发展起到了很

大的借鉴作用，但由于中西方在基本国

情、体制机制、发展阶段等方面均存在

巨大差异，其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城市

发展的实际需要，更无法满足未来需求。

当前，中国城市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

节点，国家提出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

的目标，迫切需要系统构建立足本土的

规划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本文提出的

“空间三大循环”体系，某种意义上就是

朝向这个目标的一次尝试。尽管这样的

尝试未必成熟，但通过持续不断的推动，

中国本土规划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建构最

终一定会聚沙成塔，也将为全球广大南

方国家的城市发展与治理贡献“中国

方案”。

注释

① 吴志强院士研究表明，当城镇化率水平达

到50%这一节点之后各国发展道路开始出

现分化，当城镇化率水平达到70%之后各

国发展主要呈现两类道路：一类是走向依

靠创新、科技等高附加值的“智力城镇

化”，另一类是延续依赖能源、资源、廉

价劳动力等低附加值的“体力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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